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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来看，现代性至少从两个方面对传统地方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第一，它打破了地方社会

封闭隔离的疆界，将地方卷入到全球体系之中，使地方化化的实践与全球化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

起，地方不得不应对来自外界的冲击；第二，它将个体从传统社会联结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大

的自主性，个体身份与认同1不再是先赋的、固定的，而是可以进行自主选择，并由此导致地方

社会关系的变化与重塑。2 

族群关系，也是地方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相对于单一族群的聚居地而言，多族群聚居地的

族群关系通常会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样态。在我国广大的领土上，西部的“走廊地带”是多族群聚

居的主要地域之一。在历史上，由于贸易、军事等原因，多个族群在同一片区域长期共生共处，

在日常实践中，形成了族群之间相处的默认规则。在这个时候，族群边界往往并没有那么清晰，

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被包容于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3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发生的一系列

变化，这种族群共处的地方形态也开始改变 

概而言之，变化的根源在于传统地方社会自给自足的状态被打破，进而介入到了更大的社会

结构之中，国家与市场，便是这个结构中最重要的两个维度。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进行了大规

模的民族识别，这是一项国家化的工程，将辖域内的人群重新按照一套官方的“民族”体系进行

了划分，这套官方的分类体系，未必与地方传统上的族群分类体系完全吻合，这使得人们需要按

照新的分类体系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此后，围绕着新的民族分类，国家又推行了一系列的民族

政策（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将民族身份与资源分配挂钩，

促使民族地区的人们愿意重新发明自己的地方传统，与国家话语进行“对接”，以获得更多的资

源与便利。4 

20 世纪 80 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传统文化的价值被放到市场中进行重新评估。对于民族地

区的人们而言，市场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让一些年轻人走出了“深山老林”，

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使地方传统被商品化，成为了供远道而来的

游客参观游览的景点。进入 21 世纪之后，旅游业更加繁荣发展，那些来自城市里的游客们，总

是希望在“民族地区”看到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这种猎奇的心态，使得各地人民纷纷开发出自己

的“特色”，这些“特色”并不必然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符，而是为了迎合游客、赚取利润而塑

造的地方形象。5 

在国家与市场力量的双重冲击下，近年来，民族地区的地方形态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

化，也导致地方的族群关系不断进行重组，或从分化走向融合，或从融合走向分化。笔者在这里

所要呈现的，即是这样两个案例。这两个村落都位于同样的区域，即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这是

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域，截止 2011 年，生活着包括藏族、纳西族、傈僳族、汉族、白族、

彝族、普米族、苗族、回族、独龙族、怒族等十余个民族。两个村落的地域条件有诸多类似，但

近年来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在第一个村落中，族群认同被共同的“地方文化”消弭，人们的

认同更多指向的是地方而非族群；在第二个村落中，族群认同在近年来复兴，但又带有地方性的

特征。在下文中，笔者将细致呈现这两个村落近年来发生的故事，并就其出现不同走向的原因进

                                                        
1 在中文的学术讨论中，对于“身份”与“认同”常常没有进行严格区分，而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概念有着需要

澄清的差异。身份，指的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制度、组织规则所建构起来的社会位置；认同，则是个体主动进行

的意义建构。只有当个体将自身的社会角色作为自身的意义来源主动内在化并加以接受的时候，身份与认同才

是一致的，否则，身份与认同之间将会出现裂痕，甚至造成“有身份而无认同”的情况。参见罗如春，“身份

认同问题三论”，载于《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08 年卷）——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与审美文

化的转型》。 
2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 关于多个族群在同一片区域和平共处的案例，可参见刘琪，“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迪庆经验’：历史、现实与

启示”，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5 期。 
4 参见（英）霍布斯鲍姆著，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 参见范可，“在野的全球化：旅行、迁徙、旅游”，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1 期。 

http://cpfd.cnki.com.cn/Area/CPFDCONFArticleList-WYLL200807001.htm
http://cpfd.cnki.com.cn/Area/CPFDCONFArticleList-WYLL200807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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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讨论。笔者将指出，虽然两个案例看似走向不同，但无论是族群认同的消弭或是建构，都是地

方人民在国家、市场、地方传统几个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做出的自主选择。由此，笔者将对现代性

语境下的族群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金江镇吾竹村：族群认同的消弭 

 

吾竹村隶属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金江镇，是镇政府的所在地。村子位于金沙江河谷地

带，跨过江面便可到达丽江市玉龙县。吾竹村总人口数约 4000，包括汉族、纳西族、白族、藏

族、傈僳族、苗族、彝族、普米族、回族、哈尼族、壮族、傣族和满族，共计十三个少数民族，

汉、纳、白、藏是其中人数最多的四个民族。 

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最早在江滩定居的是纳西族，然后是白族。江滩边比较好的土地以前

都是纳西族居住，后来的移民只能沿着山路往高处开垦。当时，江边的土地是被中甸的喇嘛寺控

制的，纳西族和白族的移民相当于“佃户”，不仅要给藏族的“地主”交租，而且还要面临土匪

的抢劫。后来，由于清朝末年中原局势的动荡，大批四川省的汉族人逃难到此地，举家迁来的来

就在荒地开垦，独身的男子来了之后就在当地的纳西族人家入赘。当地把这些从四川迁来的汉族

简称为“四外人”。而当地的藏族，则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嫁过来的藏族媳妇。
1
 

由于地处江边，气候宜人，吾竹村的村民今天大多过着生计无忧的日子。有劳动力的家庭会

种植水稻、大麦、小麦等主食，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也会在住房附近种植一些茄子、辣椒之类的蔬

菜。大部分的家庭在耕作收成上都是自给自足，或者馈赠亲朋友邻。当地人自豪的表示“江边养

人”，只要不懒，一亩地就可以养活一家四口。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当地的各民族之间早已相

互通婚2，文化习俗相互交融，同一家人里面可能有好几个民族，嫁上门来的人就按照这边家庭

的规矩生活。在家中，人们的交流大多使用云南本地方言，日常饮食融合了多个民族的特色，服

饰也以休闲的汉族服饰为主，如果不是刻意问起，根本无法辨认哪个家庭成员属于哪个民族。 

在家庭之外，民族身份也基本是隐匿的，人们虽然知道其他村民的民族成分，但并不会主动

谈起，也并不会以此作为“他我之分”的标志。从血缘上看，几乎每个当地人都同时拥有数个不

同民族的血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认同更多的指向他们的地方社区，这种人认同的建立，与

长期共同生活中邻里之间的互助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里，不论红白喜事，每家宴请时都流行请

“十二大碗”，即十二道菜，其中一般荤菜至少要有八碗，包括鸡鸭鱼肉。即使以前条件没有现

在这么好，也需要抬上十二碗菜，但荤菜就减为一半，即六碗。在当地人看来，这属于“江边一

带”共同的风俗习惯，与民族成分无关。如果村中某一户人家需要举办类似的宴席，整个自然村

的每家每户都会派一位以上的妇女前去帮忙洗菜烧菜等工作。如果正值暑假、寒假，家中的妈妈

还会带着女儿一起前去帮忙。有一户人家因为家中丈夫去世，子女外嫁或者在外打工，因此家中

没有空闲的人手来回应这些帮助，在商量之后，女主人主动放弃打工的机会回家守着老宅，以便

邻里间有这样的需求时可以提供帮助。 

邻里之间的互助，使得吾竹村民结成了超越民族差异的村落共同体，而在年度仪式与节庆中，

共同体的特质又不断得到强化。在吾竹，每年最盛大的节日是三月十五的“龙潭庙会”。龙潭，

位于江边平地往上三公里处，也是全村的水源所在。五条溪水在这里汇集，又从溶洞中流出泉水，

泉水清澈寒冷且常年不断，是当地生活与生产的最重要的水源，同时也担负着水力发电的重责。

                                                        
1 萧亮中在十余年前调查的车轴村与吾竹村的情况存在类似之处，可参见萧亮中，《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

民族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2 在当地，人们对于其它民族通常没有什么负面评价，彝族和傈僳族是两个例外。当地人认为，彝族和傈僳族“又

脏又懒，还爱喝酒”，也不愿意和他们通婚。这种情况，与彝族和傈僳族并未居住在江边，而是居住在山上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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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中甸县志•山川志》中记载：“神州山下出一龙潭，名‘恒吉都’（纳西语），其水极清澈

寒冷，古名‘滏澂河’，周围灌溉田亩。于光绪五年（一八九七）新建滏水龙宫一院。境内祈晴

祷雨，无不举祀于此焉。”这里提到的“滏澂河”，是供给龙潭水源的龙潭河，而“滏水龙宫”，

则是龙潭平地附近的龙王庙。龙王庙最初修建于光绪年间，当时正殿供奉龙王，左右分立巡海夜

叉，左殿供轩辕黄帝，右殿供雪石北岳菩萨。据当地人传说，雪石北岳菩萨曾经在玉龙雪山采集

药材，治好了纳西族的瘟病，所以他们将菩萨供奉于龙王庙内。1927 年，龙王庙毁于火灾，1933

年重建，文革中又被捣毁，90 年代再度筹资重建。这次重建只建了正殿，供奉龙王，轩辕黄帝

和雪石北岳菩萨不再供奉其中。 

龙王庙的历史，可以被视为当地历史的缩影。在吾竹，纳西人俗称“本地人”，是最早定居

在此的民族，因此，最早修建龙王庙的时候，便吸纳了与纳西族有关的神话，也供奉着仅属于纳

西族的神灵。而在 90 年代重建的时候，这个仅属于一个民族的神灵便被“请”出了庙外，龙王

庙与龙潭，成为了整个吾竹村所有民族共享的神灵与圣地。每年三月十五的时候，吾竹村的村民

都会聚集在龙潭前面的空地，祭祀龙王，然后唱歌跳舞。根据村民的回忆，以前的龙潭庙会还会

吸引丽江、巨甸、虎跳峡等地的人来参加，大家到了龙潭之后，通过抽签来决定表演顺序，不演

完不走，最热闹的时候，庙会可以持续三四天。从单一民族的神殿到所有村民共同的节庆，龙潭

庙会就像是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集体欢腾”，它是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并带给社会

成员强烈的情感冲击，即使庙会结束，集体的观念也会长存于每个成员心中。1 

最近几年，本是民间活动的龙潭庙会被官方“收编”为了政府操办的节日，这种转变，与迪

庆州、香格里拉县兴起的“申遗热”有关。近年来，香格里拉县将打造“一乡一品”的特色作为

民族文化工作重点，所谓“一乡一品”，即要求每个乡向县文化部报告最能代表本乡民族特色的

一个节日，并由此打造自己的“品牌”，争取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过程中，金江镇将自

身定性为“多民族文化共存共融的典型民族杂居乡镇”2，而吾竹村的“龙潭庙会”，便成为了镇

政府精心打造的一项品牌。自 2009 年起，龙潭庙会被冠上了“龙潭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节”的头

衔，村民们自发组织的活动，也被官方筹办的集会取代。每个想在庙会上表演的节目，都需要事

先申报编排，并且，由于财政的原因，所有节目都必须压缩在一天之内演出完毕。有趣的是，所

有的节目名都变成了“xx 村 xx 队 xx 民族 xx 歌（舞）”，每个生产队出一个节目，首先明确该节

目的民族属性，接下来，队里成员无论民族身份如何，都要与队里的“大方向”保持一致。因此，

在节目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纳西族的年轻人穿着苗族服饰，跳着苗族舞蹈，也可能会看到一

个白族的年轻人穿着藏族服饰，跳着藏族舞蹈。对于这样的“张冠李戴”，当地村民并没有介怀，

他们所高兴的，是自己能够作为大队的代表参与庙会演出，毕竟，这已经不是每个村民都能拥有

的幸运。2014 年，龙潭庙会被列入迪庆藏族自治州“非遗”目录，地方政府的愿景，在老百姓

的配合下取得了成功。 

如果说，龙潭庙会的“收编”还是由官方发起、民间响应的活动，那么，玉皇阁的重建，便

是纯粹民间自发，复兴“地方文化”的大事。 

    玉皇阁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几乎与黑龙潭庙同时修建，供奉玉皇大帝、金童玉女和二郎神。

龙潭与吾竹村几乎连为一体，而玉皇阁则建在村边的山坡上，站在龙潭往山顶上望，天气好时可

以隐约的看见玉皇阁的飞檐。去玉皇阁必须步行，短则两三个小时，长则五六个小时。1933 年，

玉皇阁毁于火灾，之后由乡绅组织重建，神像塑好后暂存于龙王庙内，还没来得及搭建殿宇，吾

竹村就解放了，此后，再没有人敢提重建的事情。已经塑好的神像在文革时期与龙王庙里的龙王

像被一同砸毁，山顶的庙宇也被彻底捣毁，连砖瓦都被拉下山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就这样几十

                                                        
1 参见（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金江镇举行首届龙潭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节”，载《迪庆日报》2009 年 5 月 1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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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玉皇阁一直维持着废墟的状态，只有几片残瓦让曾经的道观看似有迹可循。 

2010 年，事情发生了转机，重建玉皇阁的计划成为了村里的大事。这计划源于吾竹村的 H

大姐。她早年生活不幸，丈夫患癌症去世后，认识了一位大她二十岁的藏族男人。在这个藏族男

人的帮助下，她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在中甸做起了旅游生意，有了自家的车队。2010 年，她

的健康突然出现了问题，而且一直不见好转。在那位藏族男人的建议下，她去求见一位活佛，活

佛告诉她应该要做一件善事来为自己谋福。她想来想去，觉得最大的善事莫过于修庙，于是，便

拉上了同村另一位也是早年坎坷的 L大姐，一起出了十万块钱，打算把这个庙子修起来。 

H 大姐与 L大姐都已经不在吾竹村定居，因此，她们去找村里比较有威望的老人商量，组成

了七位成员的“玉皇阁重建委员会”。这七位成员除这两位大姐以外，还有被视为当地“地方精

英”的两位老人——Y大叔和 G大叔
1
，有一位在街子上做生意的商人，有一位热心村落活动的大

娘，还有一位被认为熟悉“宗教事务”的当地东巴。这几位成员的家庭背景、民族成分各有不同，

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这是“给村子做的一件好事”，于是都出工出力，尽力参与，村民

们也积极捐钱以示支持。时至 2014 年 8 月，建筑主体和广场已经基本成型，整体为木质结构，

有上下两层，底层供奉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和金童玉女，二层供守庙人放置一些杂物，一般不用

于参观。大门两派有两扇木窗，左边木窗上雕有“道”字，右边木窗雕有“佛”字，并有祥云纹

饰。有趣的是，玉皇阁完工以后，最早动这个念头的 H 大姐又发现这里没有藏传佛教的元素，

与她的初衷不符，于是，从别的地方拿来了一些经幡，挂在了庙外的空地上，还搭起了一座烧香

炉。 

这座“佛道合一”的寺庙就这样被建了起来。根据 G 大叔的回忆，玉皇阁建好之后，本来

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李岚清来题字，“他的秘书都跟我们通过电话”，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找成。他们又想找孔子的七十几代孙子来写，正在联系的时候，说时间来不及，要急着开光，

只好作罢。最后，找来了丽江一位姓和的文化名人，“玉皇阁”三个大字就是他来题写的。开光

当天，重建委员会组织了一场盛大的仪式，吾竹村的村民几乎悉数到场。这场仪式是由委员会成

员之一的纳西东巴主持的，当被问到这样的做法有否不妥的时候，村民们纷纷表示“没有关系”，

“都是搞宗教的”。开光之后，重建委员会又认为，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来看庙，几番斟酌之后，

他们找来了另外一位对“宗教事务”比较熟悉的老人，这个老人，是当地唯一得到民宗委认定的

道长。 

由于玉皇阁地处山坡之上，去起来不大方便，因此，在建成之后，真正去那里烧香求拜的村

民并不是很多，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新的吾竹“地方文化”的象征，也并不妨碍村民们对此

津津乐道。一位村民告诉我们，凡是参与重建玉皇阁这件事情的人，家里都很顺；一位村民当时

没参与建庙的活动，后来觉得心里有愧，建起来之后又成天跑去烧香。这件本是由两位已不在吾

竹村的当地妇人发起的“善举”，最终变成了全村的大事。在重修的玉皇阁中，几乎可以看到当

地所有的宗教元素，以及几乎所有的族群特色——纳西族的装饰、白族的木工、汉族的传统、道

教的道长、藏族的经幡等，这样的“大杂烩”正好也符合重建委员会的最初设想。在他们看来，

这座玉皇阁就是要与其他地方的玉皇阁都不一样，要“独独代表当地”，而多民族多宗教共处，

正是当地的特色所在。矗立于山顶、风水风光都极好的玉皇阁，就像是吾竹人“自己讲给自己听

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2，诉说着吾竹村“民族大团结”的历史与现实。 

 

二、三坝乡白地村：族群认同的复兴 

 

                                                        
1 这两位老人曾经领导过当地的“反污染运动”和“反坝运动”，在老百姓中有很高的声望。关于“反坝运动”，

可参见刘鉴强，“难以逾越的虎跳峡”，网络文章。 
2 参见克利福德• 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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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地村隶属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三坝乡，这是迪庆藏族自治州辖区内唯一一个纳西族

民族乡。三坝乡位于香格里拉县东南部, 也处于江边地带，东隔金沙江与丽江的大具乡相望。1949

年以前，三坝乡属于金江区的管辖范围，1950 年 6 月，单独设立三坝乡。白地村委会辖 15 个村

民小组，总人口 3570 人，包括 8 个纳西族村、5 个汉族村与 3 个彝族村，居住的少数民族包括

纳西族、藏族、彝族、白族、回族、傈僳族、汉族等，其中，纳西族占总人口的 60%。 

从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来看，三坝乡与金江镇有着许多类似之处。在历史上，三坝乡主要是

纳西族的聚居地，但除纳西族以外，也有许多其它民族迁入。相传，三坝乡的纳西族主要由四川

盐源一带迁徙而来，早在先秦时期，中甸便有纳西族先民氐羌人居住，远早于藏族迁来中甸的时

间。
1
民国《中甸县志》上记载：“摩些族：俗称为‘本地人’，住居最久，散布于第三区之三坝

乡及良美、吾车、木笔各乡……其在良美、吾车、木笔三乡者，渐与汉族同化。惟三坝乡囿于一

偏，顽固如故。”
2
这样的情况，到今天仍旧存在。在迪庆的其它地方，散居着许多纳西族居民，

他们在说起三坝乡纳西族的时候，都认为“那里的纳西族和我们不大一样”，“他们的文化保留得

比较好”，而三坝乡的纳西族在说起自己的时候，也往往认为他们与其他地方的纳西族不同，那

么，这种不同主要在于哪里？ 

从外显特征来看，三坝乡的纳西族除日常交流使用纳西语以外，生活方式随处可见“藏”或

“汉”的元素。大多数的三坝纳西家庭每天早上都会像藏族人一样打酥油茶，除此以外，当地人

的日常饮食大多汉化，仅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吃些纳西族传统食物。在建筑式样上，村里大多建的

是砖房或瓦房，与中甸其它地区的农村看不出什么差别。在宗教上，当地人普遍信仰东巴教，这

本是一种与藏族苯教关系密切的宗教，而在三坝，当地人的信仰便更是融入了更多藏地的元素。

例如，三坝的纳西家庭几乎每家都会有一个与当地藏族人同样的白色烧香台，每天早上，男主人

也会在那里点上松柏枝，虽然在问起的时候，他们的解释是“这是烧给纳西族的天的”，但至少

从形式上看，与当地藏族人对山神的供奉几无二异；再如，从行政关系上看，三坝在解放前也属

于松赞林寺的属地，需要尽到给寺庙的义务，当地的纳西族家庭里，还出过一位松赞林寺的活佛。 

换句话说，如果仅从文化上来看，三坝的纳西族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群体。不过，

让当地纳西人感到骄傲的是，他们拥有一个被称为“纳西圣地”的地方——白水台。 

白水台，海拔 2380 米，面积约 3 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华泉台地。水中的碳酸氢钙经太

阳光照射，水分蒸发后形成碳酸钙白色沉积物，之后又不断覆盖地表，长年累月，便形成如层层

梯田一般的台幔。根据纳西族的传说，东巴始祖丁巴示罗曾在在白水台修行，被誉为东巴教第二

圣祖的阿明什罗也正是在白水台修炼得道，这位阿明什罗本是三坝乡水甲村人，而他得道之后，

创立了影响深远的东巴文字。至此，白水台便被尊奉为纳西族的圣地，阿明什罗曾经修行的岩洞，

也被奉为“阿明灵洞”，甚至有了“不到白水台，不算真东巴”的说法。
3
 

对于世代居住在白地的村民而言，白水台，一方面是纳西族的圣地，另一方面也是村落共同

活动的场所。在白地，每年最盛大的节日便是在白水台上举行的“二月八”。关于这个节日的来

源，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在与白地直接相关的两个版本的不同传说中，均将“二月八”的起源与

白地开荒垦殖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4
换句话说，“二月八”从一开始，便是整个白地村落的共同纪

念的节日。光绪年间的《新修中甸志书稿本》中记载：“仲春朔八，土人以俗祀为祭，贽币承牲，

不禁百里而来；进酒献茶，不约千人而聚。此一奇也，亦胜景也
5
。”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解放

                                                        
1 洪绍伟，“中甸纳西族史略”，载于《中甸县志通讯》1988 年第 2 期，中甸县志办公室编。 
2 段绶滋纂修，（民国）《中甸县志》，和泰华、段志诚标点校注，见《中甸县志资料汇编》（3），中甸县志编纂委

员会办公室，1991。 
3 参见冯莉，“纳西族东巴舞仪的文化阐释”，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 年第 2 期 
4 参见和红灿，“东巴教圣地——三坝白地”，载于《今日民族》2008 年第 8 期；廖冬梅，“节日的教育功能探析

——以云南纳西族的‘2、8’节为例”，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 
5 吴自修修、张翼夔纂，（清）光绪《新修中甸志书稿本》，见《中甸县志资料汇编》（2），中甸县志编纂委员会

http://baike.baidu.com/view/616327.htm
http://www.baike.com/sowiki/%E7%81%B5%E6%B4%9E?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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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当地完全没有通公路，很多周围的人都是步行前来，甚至白水台上都难以找到下脚的地方。

这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不仅包括纳西族，也包括世居在白地的其它民族，还包括从其它村

落而来的百姓，他们或是为了祭祀，或是为了社交，或是为了贸易，都齐聚在白水台上共度佳节。   

文革期间，“二月八”被迫中断，恢复之后，已不再具有解放前的规模，但仍旧是白地村最

重要的节日。现在的“二月八”节分两天举行，第一天（2月 7日），是仅属于吴树湾村的除秽、

祭天活动
1
，第二天（2月 8日），则是属于整个白地村民的节日。当天早上 10 点左右，村民们便

会陆续来到白水台上，以家族为单位找到各自的火塘地，男人到泉边杀鸡、献祭，女人和孩子则

准备野炊用具。中午 12点以前，各家的杀鸡献祭基本结束，村民们围着就地搭建的锅灶用餐，

而年轻男女则在一边的空地上“打跳”（手拉手跳起来的民族舞蹈）。下午 1点左右，仍旧是以吴

树湾的村民牵头，各村排练好的舞蹈轮流登场，之后，又是自由的“打跳”、对歌，有时还会有

骑马与射箭比赛，一直持续到深夜。
2
 

换句话说，从始至终，“二月八”都是白地各民族村民共同参与的节日。一位当地的彝族村

民这样说道：“我们这里节日是不分民族的，大家都可以过来跳舞。我知道二月八是他们纳西族

的节日，但是，我们村在这里搞火把节的时候，他们村的也会过来和我们一起喝酒。这里（白水

台）位子大一些，可以站很多人。如果他们在村子里搞活动，我们就很少去。但是，如果在这里

搞活动，大家没事都会来。所以，我们这里每天都在过节。”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能在白水台上

举行的节日都是各民族的主要节日，俗称“大节”。这些节日，本民族是组织者，其他民族则是

参与者。在白地村民看来，这些节日都是欢庆的时刻，也都是唱歌跳舞、男女青年相互认识的好

机会，民族之间的区隔自然不需要介怀。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与前文所述的吾竹村非常类似，也在重复着同样的“民族大团结”的叙

事。然而，与吾竹不同的是，三坝在官方定义中是一个“纳西族自治乡”，而不是一个以“民族

团结”为招牌的乡镇。随着 20 世纪末期“旅游热”与“非遗热”的兴起，白地的纳西文化与白

水台被重新加以包装，而当地纳西族的“族群意识”也开始日益复兴。 

由于隔江而望的丽江早已将“纳西文化之旅”运营成熟，白地人便只能围绕着他们的白水台

做文章。很快，他们打出了“比丽江更纳西”的品牌，并强调白水台才是纳西族真正的“圣地”，

富有盛名的玉龙雪山下的白水寨则是丽江人“自己造的”。为了强调与丽江的不同，白地纳西祭

起了自己传统的自称——“纳罕”与“汝卡”，并也开始将“二月八”打造为“东巴圣地• 民间

文化艺术节”，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按照官方的说法，“纳西”与“纳罕”中“纳”才是真正的自称，而“西”和“罕”都意为

“人”，并没有实际的含义。
3
然而，在白地村的 Y 老师看来，“纳罕”这个自称则意味着白地人

与丽江人属于不同的纳西分支，并具有自身的特色。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Y老师便不断写作关

于“纳罕”与白地文化的书或文章，发表在迪庆州内外的刊物上，逢人便宣讲当地纳西文化的特

色。1998 年，他在白水台隔壁创建了“圣灵东巴文化乐园”，主持翻译东巴经书，推动纳西传统

造纸工艺的传承与保护。逐渐的，Y老师的名气也开始大了起来，不断有外界的学者与文化人找

                                                                                                                                                                       
办公室，1990。 

1 吴树湾，是白地行政村下属的数个自然村之一，也是最后一个迁来白地的村庄。关于为什么吴树湾村在“二月

八”中有特殊地位，当地有不同的说法。据说，吴树湾村的村民从泸沽湖一带迁来的时候，原居住于白水台对

面的山坡上。一日，他们看见白水台上双龙狂舞，于是就此创作了一支舞曲，没想到被白地纳西族土著首领看

中，从此作为“二月八”的开场舞，并把今天吴树湾村的土地赐给他们居住。也有一种说法是，一日，吴树湾

村的村民在跳这个舞蹈的时候，吸引了躲在树后的龙王大声叫好。参见黄曲，“东巴• 白水台• 二月八节”，载

于《中国文物报》2010 年 5 月 21 日。 
2 参见廖冬梅，“节日的教育功能探析——以云南纳西族的‘2、8’节为例”，（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 
3 《中国少数民族》（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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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来，而他则进一步利用这些资源，宣传“纳罕”文化，并参与电视台的相关节目录制。2006

年，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两级文化部门申报“非遗”项目时，Y老师竭尽全力配合，为《中甸纳

西族传统造纸术》写了解说词，并请省里的专业人士配音，最终，白地村的一名老东被评选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东巴造纸的传承人”，Y 老师的圣灵东巴文化乐园随后也被命名为“国家级纳西

族手工造纸工艺传承点”。 

与这位 Y老师几乎同时，村子里另外一位 H老人，也在从事着纳西文化的复兴工作。这位 H

老师的父亲本是村里的东巴，“文革”期间，东巴教习出现了断层，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小学老师。

临近退休的时候，他得知“非遗”工程启动的消息，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事了”，于是，便将

本来设于小学内的“东巴文化兴趣班”转变为了“东巴夜校”，请村里的东巴前来授课，讲习东

巴故事及纳西族传统民间故事等。后来，又更名为“白水台汝卡东巴学校”，希望能够借此培养

一批东巴文化精英。2009 年，H老师的学校得到了迪庆州的认可，被更名为“迪庆州纳西东巴文

化传习馆”，从事东巴文化与纳西民间工艺的传承工作。时至今日，传习馆已经拥有了 201 位会

员，在农闲的傍晚，东巴学校也会开班授课，教授东巴经书与东巴文字，学生主要是当地的男性

村民。2014 年，迪庆州电视台想要录制一场纳西族的祭天仪式，他们通过乡政府找到 H 老师，

希望他发动村民配合。于是，H 老师动用自身影响力，发动了全村 30 余人配合州电视台，全程

参与了一天一夜的仪式舞蹈录制工作。在仪式录制结束后，H老师疲惫但依旧精神饱满的参与了

电视台的个人访问录制。在镜头前，H老师不断的呼吁大家关注东巴文化；在镜头外，他则不断

的对村民说：“这是好事，大家要配合”。 

可惜的是，虽然旅游开发与纳西文化保护在白地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村民们却逐渐发现自己

处于尴尬的位置：作为三坝纳西族自治乡的中心，在香格里拉“一乡一品”的文化工程中，具有

纳西特色与纳西风情的元素显然是他们最大的“卖点”。然而，一方面，从纳西文化的“代表性”

上来说，他们很难真正与丽江抗衡；另一方面，三坝纳西族自治乡又隶属于迪庆藏族自治州，他

们的纳西文化，与州里对外打出的“藏文化”品牌又有所不符。正如那些热心的纳西文化传承实

践者向我们抱怨的那样，即使他们的活动搞得再好，去州里也很难争取到经费，因此，他们往往

只能自己贴钱，或者对外向一些同乡与纳西学者要钱。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有越来越多村里的

年轻人参与到这些文化传承活动之中，他们越来越为自己的纳西身份感到自豪，也热衷于向外人

介绍当地的纳西文化，在介绍的时候，他们不忘强调自己是“香格里拉”的纳西族。今天，村子

里代表纳西传统的木勒房被作为文化遗产保留下来，纳西语仍旧是村民交谈的通用语言之一，在

白水台小学中，也开设了“东巴文化兴趣小组”。近年来的“二月八”，虽然仍旧并不排斥其它民

族的参与，但纳西的色彩却变得越来越浓厚，在对外的宣传中，也看不到其它民族的影子。白地，

在丽江与迪庆藏区的夹缝中，艰难的传承着自己的纳西文化，塑造着“三坝纳西”的认同。 

 

三、现代性语境下的族群认同 

 

从总体上而言，现代性对传统的族群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随着物品与人员的大量

流动，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也日益增多，前现代社会的“族群孤岛”不再存在；另一方面，

跨族群的交往又并未导致族群边界与族群意识的消失，相反，建立在“原初忠诚”，如族群、地

方社区、语言及其它具体文化形式基础上的认同却有增强的趋势。
1
在现代性的语境下，所有人

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到市场与国家体系之中，这是一套竞争性的体系，传统族群的生存模式不再

符合竞争性环境的要求，他们需要按照新的游戏规则重新定位自身。具体到中国，20 世纪 50年

                                                        
1 王希恩曾用“族性张扬”的概念对这种现象进行概括，见王希恩，“族性及族性张扬：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

族过程试解”，载于《世界民族》2005 年第 4 期。参见（美）乔纳森• 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

郭建如译，高丙中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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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民族识别创立了一套新的分类体系，这套分类体系对传统族群进行了重新定义，又将资源分

配与新的民族分类绑定在了一起；80 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少数民族又被卷入全国

甚至全球的市场体系，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需要在新的市场环境中自谋出路。在这样的情况下，

传统上生活在“深山老林”中的人们开始主动迎合外部世界赋予他们的分类标签，并将这种标签

转化为经济利益或政治诉求。1990 年代以来兴起的“旅游热”为这些少数民族提供了机会，他

们发现，通过展现游客希望看到的“文化”，他们便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21世纪初，由官方推

动的“非遗热”再度点燃了少数民族“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与“旅游热”相比，“非遗热”

虽然没有明确的物质利益驱动，但这项被定性为“继民族识别后，第二次全面地对少数民族文化

进行起底式的挖掘整理”的工程，也促使少数民族重新发明他们自己的传统，争取官方认可，由

此成为下一轮资源竞争中的优势与旅游市场上的卖点。 

在上文呈现的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样的过程。在传统上，无论是吾竹村还是

白地村，都是多族群共存的村落，有着自己的族群分类体系与相处规则，但近年来，这两个村落

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吾竹村的村民，发扬了多民族共处的传统，使其与官方话语之间完成了“并

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不断实践、重复并强化这种叙事，族群认同不断走向消弭；白地村

的村民，则转而强调自己独特的纳西身份，以此作为与其它村落区别的标志，族群认同也随之变

得越来越强烈。这两个案例虽然走向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对地方传

统进行重新再造的产物。吾竹村所在的金江镇将自己的品牌打造为“民族大团结”，吾竹的传统

文化刚好与之相契合，然而，虽然今天吾竹的“民族大团结”看似是传统上民族交融的延续，但

这二者之间仍旧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后者是在长期多民族共处中形成的自然状态，是不需要用

语言清晰表述，却存在于每个村民心中的社会规则；前者则是为了迎合政府与市场而构建的官方

话语，它更多是展示给外人看的，存在着生硬与刻意的成分。相较而言，白地村所在的三坝乡被

行政性的定义为纳西族自治乡，由此，纳西文化便成为了当地人标榜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

白地村选择性的重塑了自己的纳西身份，并通过对白水台的包装、对传统自称的重提等方式强调

自身的独特性，以此向政府、向市场争取资源。 

笔者认为，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国家、市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应被一种互动的社会过程。虽

然国家与市场的力量看起来甚为强大，但在受到这些力量冲击的情况下，地方人民也有着巨大的

能动性与创造性，可以主动的再造传统，进而与国家、市场之间达成“共谋”，为自己谋取利益。

更进一步，虽然地方传统的再造是由于外部因素的刺激，但一旦形成，便会获得一种自然且具有

自主性的态势，即使促成它形成的因素消失了，它仍旧会自主的延续下去，成为内化于人们心中

的新的身份认同。1在前文呈现的两个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吾竹村最初提出

“民族大团结”的叙事，是为了迎合官方的需求，但玉皇阁的建立，便可被视为当地人民对于这

套叙事的自我确证；白地村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与丽江的夹缝之中，选择强调纳西身份，最初也

是为了在竞争体系中获利，但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三坝纳西”的意识已经逐渐渗透到了每

个村民心中。在这里，传统上关于族群“原生论”与“建构论”的二分法已经不再适用——在某

个时刻被建构的族群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可能逐渐植根于人们心中，从而变成原生的；反

之，某些本是原生的族群认同，在有意识的迎合外界需求的时候，也可能转化为建构的。二者之

间仅有概念上的区别，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相互之间的转化可以平滑而自然。 

此外，在前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村落“再造传统”的过程中，地方精英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在吾竹村，即使 H 大姐与 L 大姐有心修建庙宇，但她们也不敢独自完成这件事，

而是要去找类似 Y、G 两位大叔这样的地方精英商量，商量之后，本是个人的行为就变成了村落

                                                        
1 John L. Comaroff, “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Consciousness, Practice and the Signs of Inequality”, in Ethnos: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52: 3-4,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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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大事；在白地村，纳西文化近年来的复兴，与 Y 老师与 H 老师的大力推动有着直接的关

系。这些精英的声望，早期来自于他们在体制中的地位，现在则来自于他们能在“地方文化复兴”

中起到带头作用。他们既了解政府与市场的需求，又了解村落的现状，因此，可以很好的成为“中

间人”，将村落传统转化为政府体制或市场经济中的卖点，由此从外部获取资源，进一步推动地

方形态的变化。正是出于“内外兼备”的智慧，吾竹村的 G 大叔才会想方设法要找一位名人为

玉皇阁题字，甚至动起了李岚清的主意——因为名人的题字，会使玉皇阁这座地方小庙享有更高

的、从外部而来的“符号资本”；而白地村的 Y 老师与 H 老师或是考证历史、发表文章，或是为

民间机构争取官方身份，或是积极参与“非遗”申请或电视节目录制，也都是在力证“三坝纳西”

的合理性，使这个新的村落身份得到外部世界的认可。他们的知识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

地方的走向。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用下面这张图来概括现代性语境下族群认同的塑造过程： 

 

 

 

 

                             

 

 

                                                      

事实上，我们现今用于描述族群现象的概念工具，有着强烈的静态化、刻板化的倾向。20

世纪 60 年代，在“族群”取代“部落”，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概念的时候，族群主要被视为

一种“文化单位1”，即“具有共同的种族、文化、宗教或语言学特性，特别在一个较大系统内表

明某个种族的或其他的群体”2。族群与族群之间的边界，被认为会按照文化的边界自然形成，

而族群成员则会自动遵守族群内部的社会规范，使族群认同不断延续。我国在进行民族识别的时

候，延续苏联传统，将“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的基本特征，之后，在官

方话语中，也总是存在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叙事模式。换句话说，我们对于“民族”的

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西方对于“族群”的认识类似，将“民族”与“文化”视为相互等同的

单位，将不同的民族视为静态的文化“标本”。这种将族群/民族静态化的趋势，与实际社会生活

中的动态过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 

1969 年，挪威人类学家巴特（Fredrik Barth）在《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一书中指出，“族群”并不必然与“文化”有着对应关系，归根结底，族群是当事者本人归属与

认同的范畴，这种范畴最重要的是社会边界的形成，而不是群体所附带的文化特质。在当事人出

于互动的目的使用族群身份来对自己和他人进行分类的时候，他们就构成了组织意义上的族群。
3 1987 年，卡马洛夫（John L. Comaroff）进一步指出，“族群”其实并不是一个解释性的原则，

而是一个需要被解释的概念。归根结底，如果说“族群”有什么“原生特征”的话，那么，是它

                                                        
1 Raoul Naroll, Ethnic Unit Classfication,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5, No 4, 1964.  
2 转引自斯蒂夫·芬顿，《族性》，劳焕强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第 16 页。 
3 参见（挪威）弗雷德里克• 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马成俊校，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国 家 市 场 

地方传统 

族群认同 

地 方

精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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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所隐含的对人群进行分类的冲动是原生的，而不是族群本身。1换句话说，族群边界与族群

认同之所以形成，其根源并不在于文化差异，而是在于某种社会分类的需求。任何一个社会，都

需要面临界定“自我”与“他者”的任务，族群，仅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分类项。在现代性资源竞

争的条件下，当族群可以作为整体性的单位提供竞争优势的时候，族群意识、族群文化、族群传

统便可能被重新“发明”出来，并内化于族群成员心中，使族群认同得以强化——这即是白地村

出现的情况；相反，当族群没有必要作为整体参与竞争，反而是一些替代族群的元素能够为社会

成员争取资源的时候，族群边界与族群认同便会逐渐淡化，正如吾竹村的走向。 

此外，在吾竹村，我们还观察到了一种“身份脱节”的现象，即村民身份证上的民族成分与

实际的民族认同并不相符。在调查过程中，吾竹村的村民并不会主动告知他们的民族身份，往往

是在再三追问下才给出一个结果，甚或强调“我身份证上是**族，但实际上是**族”。近年来，

当地人对官方民族身份的选择往往是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即哪个民族高考可以加分、有优惠政策，

便会想办法“报”成哪个民族，而跨民族通婚的普遍存在，也使得当地人在填报民族成分的时候

有着多种选择的可能。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这个身份证上的民族成分是不重要的，他们会对自

己的民族身份有着另一个定义，即“实际上”属于哪个民族。近年来，随着“民族大团结”叙事

的兴起，这个“实际上”的民族身份也逐渐淡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的“地方传统”。 

这种“有身份而无认同”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当地村民的策略性选择。在现代性的条件下，

个体从传统社会网络中“解放”了出来，拥有了更大的能动性，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身份定义。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一个个体可以同时属于多种多样的经济、社会、政治或文化关系，而“民

族”，仅是诸多身份中的一种。2我们没有必要假设，当一个人在名义上归属于某个少数民族的时

候，民族便会成为其首要，甚至唯一的身份。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个体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情

境使用不同的身份，他们内心的认同可以指向家族、村落或国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保留身份证

上的民族成分，并在必要的时候用这种成分为自己谋利。 

总之，笔者认为，当我们谈论“民族”的时候，需要区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官方的话语

——这是一套静态的、固定化的知识体系，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管理所属辖区的人民，它与丰富

而流动的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距离，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我们对现实的认识3；一是具体时

空情境下的族群互动，它是动态的，是不断变化的，是类似于斯特克笔下“米提斯（metis）”4的

地方智慧。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地方被卷入到国家的话语体系之中，位于民族地区的个体需要重

新定义自己的身份，而社区则需要对自身的传统进行再创造。以社区精英为中介，地方人民不断

与国家、与市场进行互动，在这样的社会过程中，社区面貌也在日益更新。5由此，当下对于民

族问题的相关讨论，一方面固然应该从宏观上把握政策走向，另一方面也应当形成对微观社会中

社会事实的认识。今天，关于民族的社会事实已经与传统社会相去甚远，我们应当正视这些新的

事实，在此基础上完善或修正此前的概念工具与理解框架，这是从社会科学角度对民族现象进行

研究的题中之义。 

                                                        
1 John L. Comaroff, 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Consciousness, Practice and the Signs of Inequality, in Ethnos: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52: 3-4, 1987. 
2 参见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 参见（美）斯蒂文• 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目

铁西译，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4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9；参见刘琪，“‘迪庆经验’的启示：边疆的另一种知识可能性”，《学术月刊》2014 年第 8

期。 
5 此前，曾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民族问题背靠三重知识结构，即国家的、精英的、草根社会的。笔者大致赞同这

三种分类，但又认为，三者之间其实并不能做出清晰区分，而是会在具体的社会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转化、

相互形塑。参见关凯，“中国民族问题背靠三重知识结构”，网络文章，

http://news.ifeng.com/a/20140812/41546784_0.shtml，2014。 

http://news.ifeng.com/a/20140812/4154678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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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5 月，33.9 万字） 

 

马  戎 著 

序言  

旗帜不变，稳住阵脚，调整思路，务实改革 ——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解读 

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民族关系 

1940 年的盛世才与他治理下的新疆——读《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1940）》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演变 

族群分层、文化区隔与语言应用模式 

我国藏区青年学生思想状况调查 

他山之石：美国种族关系困境症结与启示 

民族平等与群体优惠政策  

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译后记 

国家建设视角下的中国民族问题——马戎教授访谈 

中国的“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亟待加强——马忠才《分化与整合》序言 

建议改称“汉语”为“国语”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上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祁进玉《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序言 

不必将民族主义贴上负面标签 

 “一带一路”各国的跨文化交流应从我国西部边疆做起 

21 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人才工程建设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5 月，26.5 万字） 

 

熊芳亮 著 
 

本书所关注的主题，并不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要往何处去”，而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是

由何处来”，对“五族共和”、“国民党一大宣言”、“民族自决”、“国族主义”、“国族-宗族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等引领和影响民国时期民族政治基本走向的主要理论政策和重大历史事件，

做了深入、系统的解读和阐述，在理论和史实上有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对更加客观、准确、全

面地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有启发和参考意义。 

全书除“前言”外，共分为 10章，第一章 “皇权一统”与“族类隔离”，第二章 “五族共

和”的思想渊源于理论局限， 第三章 “民族自决”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历史真相， 第四

章  从戴季陶到蒋介石（上），第五章  从戴季陶到蒋介石（下）， 第六章  “国族主义”的起

源与异变（上）， 第七章  “国族主义”的起源与异变（下）， 第八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


